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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制度逻辑与治理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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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自 1978 年以来的 40 年，是中国加速工业化的时代，这一时代最突出的社
会经济质态和标志性特征就是“改革开放”创造“巨变”。在这 40 年中，中国经济发展创
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罕见的超大型经济体高速工业化的奇迹。改革从反思计划经济出发。
改革开放如同一个“阿基米德支点”，支撑着步步深入的各项重大举措，产生强有力的“杠
杆”作用，有效地撬动了中国这个超大规模经济体，推动其走上加速工业化进程。40 年的
改革开放回报给中国人民的是百年来苦苦追寻的梦想成真。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民长
期处于生产力落后的状态，今天，中国终于迈进了一个生产力相对发达的新时代。数百年
的变迁，历史的伟大转折就展现在眼前。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新的巨变。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真实需要的经济发展方式、结
构和动力状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方式和路径转变，而且也
是一个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过程。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改革开放新
思维，需要更精心地安排新制度、新战略与新政策。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勇于创新，奋进
包容，是中国 40 年加速工业化的历史留给新时代的最珍贵精神遗产。在继承 40 年改革
开放精神基础上，善治为民、全面协调、清洁高质，将成为新时代改革新思维的突出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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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78 年以来的 40 年，是中国加速工业化的时代，这一时代最突出的社会经济质态和标志性
特征就是“改革开放”创造“巨变”。在这 40 年中，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罕见的超大
型经济体高速工业化的奇迹。在此之前，从 17—18 世纪开始的世界工业化进程，表现为在各个最
多数千万人口的经济体中，所发生的工业革命和经济高速增长现象，即使是英、法、美等工业大国，
在其工业化初期，也都是 4000 万 ～ 8000 万人口的经济体。在那样规模的经济体中，实行市场经济
制度，由市场供求机制推进工业化进程，表现出无可否认的有效性，同时也产生了许多难以容忍的

问题，付出了很大的社会代价。美国学者杜赞奇在《全球现代性的危机———亚洲传统和可持续的
未来》一书中指出:“在一个社会形态的内部，现代化的到来伴随着对一个在社会上更公正、在物质
上更丰裕的未来的启蒙主义的许诺。但它也曾伴随着一系列物质和实践方面的恶行，以及对自然
无限制的开采”( 杜赞奇，2017) ［1］。与其他国家的工业化不同的是，新中国建立时，就已是一个 6
亿左右人口的经济体，如何实现工业化有其很大的特殊性和艰难性。基于对西方国家工业化道路
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自信，新中国基于非常“革命”的理论信念，试图在一个数亿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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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巨大型国家，走出一条“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道路，尽快赶超发达工业国，创造一个“人间奇
迹”。但是，事与愿违，非常“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并没有带来所期望的理想奇迹，却是事倍功半的
不良后果。实践的严酷教训是: 要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就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即使不得
不接受工业化先行国家所制定的规则( 往往对后发国家不利) ，也绝不可完全背离世界各国工业化

和经济发展的共同路径，另辟计划经济蹊径，即必须走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而没有其他可行道路。
这就是中国毅然决然实行“改革开放”的根本缘由和历史背景。依此逻辑，中国走过改革开放 40
年，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基本轨迹，既创造了巨大的成就，也认识到了“不平衡、不协
调、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诉求，并在 2012 年进行了迈向新时代的新部署，调
整战略，转战五年，首战告捷，奠定了未来发展的坚实基础。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历史中，40 年如弹
指一挥间，历史画卷翻过一页，今天中国的工业化进入新时代，须有新的理念引领新的征程。

一、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 对计划经济体制绩效的反思

1.“传统体制”并不传统
现在，我们通常将 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制度称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把坚持实

行那种体制的主张称为“保守观念”。其实，从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历史看，那样的体制既不“传
统”也不“保守”，而恰恰是非常“革命”的，是一种“彻底颠覆”“重起炉灶”式的制度设想或安排。
它不仅否定资本主义，也否定市场经济; 不仅否定经济全球化，也否定经济开放; 不仅否定金融自

由，而且抑制甚至拒绝各种金融经济关系和金融活动，例如将“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视为经济健康
的理想标志。
同今天许多人所想象的不同，那不仅不是保守的体制设想，也不是保守的发展观，恰恰相反，完

全是一个激进主义的和超越客观条件的赶超型发展观，例如，声称“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
件也要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即试图采取一种特别“优越”的方式( 称为“先进生产关
系”) 和极大的主观努力，来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瞄准的目标则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资
本主义国家即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其思维依据是: 既然在军事战场上可以战胜美国，至少
是打个平手，那么，为什么在经济战场上就不能尽快赶超英美( 以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 ? 而且，

那时还有苏联作为榜样和提供后援，更增强了赶超先进工业国的自信。总之，现在我们通常将那样
的理论和实践称为“传统体制”，而在当时，人们却视之为可以体现非常先进的生产关系的崭新制
度，据此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快速提高，实现工业化的赶超目标。人们相信:“天下无难事，只要敢登
攀”。

2．计划经济体制表现出悖理的后果
历史有其自身的逻辑，赶超工业发达国家的强烈愿望和激进的“崭新制度”反而可能成为束缚

手脚的羁绊。那么，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即为什么先进的思想会“事与愿违”? 付出了巨大的
努力，收获的却仍然是“贫穷”和“落后”。人们可能想当然地认为，那是由于在计划经济制度下，人
们普遍“懒惰”，不思进取，躺着吃大锅饭。其实，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曾感受过，事实并非如此。
计划经济中劳动者的勤劳勇敢、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者，恐怕并不比今天少。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
里呢?

当时所设想的计划经济体制并非没有其理论的“逻辑自洽性”。众所周知，它有三大基本特
征，称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三大“优越性”: 公有制、计划经济( 指令性计划) 和按劳分配。而且在理论
逻辑上，它们之间是三位一体的关系，相互依存，一存俱存，一损俱损。但是，这种理论上具有“优
越性”和“逻辑自洽性”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在现实中却表现出诸多“悖理”的现象和后果。
按照计划经济的理论设想，可以克服市场经济的盲目自发性，确保国民经济按照事前所科学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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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计划安排进行生产和消费，这就可以自觉利用客观规律，并更好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
现更快速度的经济增长，推进工业化，达到赶超目标。例如，可以发挥国家力量，集中调配资源，实
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以满足加速工业化的要求，即使发生一定程度的不平衡现象，也是体
现客观规律的本质要求和必然趋势。但是，这种出于“有计划、按比例”地推进经济高速增长的愿
望和行为，却反而导致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调和经济困难。理论的“正确”性在实践中碰壁，主观
上要“大跃进”，结果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

3．反思曾导致错误归因
当计划执行结果不如人意时，人们认为那是由于计划经济的纪律不够严格，或者是由于计划控

制之外的因素和力量干扰了计划的严肃性和严格性，特别是由于公有制水平不高，使计划执行的所

有制基础不够坚实牢固。因此，为了确保指令性计划的落实，就必须实行更高水平的公有制以确保
执行更严格的计划经济管理制度。当时的公有制形式主要分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大类，
前者又分为国营和地方国营两类，后者则分为“大集体”和“小集体”两类①。因此，按当年的认识，
公有制经济的等级从高到低分别为: 国营、地方国营、大集体、小集体四种形式。等级越高的公有制
形式，社会化程度越高，就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以指令性指标方式实行按计划生产。因此，人们相信，
作为计划经济的产权制度基础，公有制形式的等级越高，计划纪律越严格，实行计划经济就越顺畅。
反过来也可以说，计划经济之所以执行不理想，主要是因为公有制形式不够发达( 层级不够高) 。
人们相信，只要所有的经济活动主体都实行单一的全民所有即国有国营，全国所有的工厂就像一家

大企业，执行严格的计划管理，计划经济就能够表现出极大的优越性。可见，计划经济与公有制具
有相互强化的关系。而且，按照当时的理论逻辑，实行公有制，可以解放私有制的约束，劳动者不再
是为别人干，而是为自己干，消除了“剥削”关系，当然就能够极大地解放劳动生产力，激发生产积
极性。所以，公有制是最能适应生产力特别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先进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不过，
这样的理论设想在现实中却表现出相当悖理的结果，反而阻碍了生产力发展，而且劳动者并未切身

感觉到是在“为自己干”。即使通过思想灌输( 按照当时的理论，人民的正确思想不是自发产生的，
而是从外部灌输的) ，劳动者明白了是在“为自己的国家”或“为完成自己国家下达的计划指标”而
工作，也难以持续保持日常劳动和工作的利益关切性，以动员和政治运动的方式所激发的热情毕竟

难以持续和常态化。
与公有制和指令性计划互为前提条件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实行按劳分配制度。理论上说，

劳动者可以获得自己劳动( 做了必要扣除之后) 的创造物，称为“消费基金”或“消费资料”，除此之
外的部分全部归公，其经济性质为“必要扣除”部分，称为“积累基金”或“生产资料”。这样，劳动
者就完全是为自己工作，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 消费资料) ，确保不会形成私人财产积累( 生产资

料) ，而导致败坏公有制基础的后果。不过，其中有一个显然的矛盾: 实行按劳分配或按劳取酬，劳
动者是否可以在做了“必要扣除”之后就能够获得与个人贡献完全相等的报酬了呢? 如果是，那么
即使实行严格的按劳分配，劳动贡献大的人也必然报酬会更多，而且，每个劳动者的家庭人口不同，

所以，只要不是实行实物供给制，而实行工资薪金制，就必然会产生个人或家庭拥有的私有财产

( 产生于更多的劳动报酬) ; 而如果为了防止发生这样的情况，就得实行实物供给制，那么又显然违

背了按劳分配原则。所以，当时的理论界借用马克思的有关论述，不得不承认按劳分配仍然是一种
“资产阶级法权”。也就是说，即使实行严格的按劳分配制度，在理论逻辑上也会产生资本主义经
济关系，即形成私人财产积累，进而可能侵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所以，在那个时代，计件工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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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当时的理论解释，大集体是指一个地区，例如全市、全县的全行业全体劳动者共同所有; 小集体是指一个企业内的全体
劳动者共同所有。



级工资、奖金制度等，也都被视为“资本主义因素”，总是想去之而后快。因为那是关系到能否确保

计划经济有效运行性的原则问题。
可见，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三位一体”原则，尽管是一个美妙的理论构想，可以论证其“优越

性”，似乎是理论领域中的一片朗朗晴空，运用于实践就可以成为美好现实。但在天边却似有隐约

存在而难以抹去的乌云，人们总是担心天边的“乌云”可能不断扩展张扬，终而演变形成大气候，彻

底改变整个晴朗天空，损害了美好世界。因此，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必须纯而又纯，否则就会潜伏着

可能爆发的矛盾，因而使想象的“优越性”难以实现，或者得而复失。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 30 年

中，这样的忧虑一直困扰着中国理论界和政治领导人。特别是由于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下，实际上很

难实行苏联式的严格纯粹的计划经济体制，如果要符合计划经济的理论原则，就必须不断地清除

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割资本主义尾巴”。这就必须“不断革命”“继续革命”，竭尽所能地消除

社会主义天空中可能出现的任何一块资本主义“乌云”，时时保持高度警惕( 当年叫做“年年讲、月
月讲、天天讲”) ，绝不能让其蔓延而成了气候，这似乎成为计划经济的宿命。在这样的逻辑下，计

划经济对经济活动的管束必然越来越严格( 称为“计划就是法律”) 。
4． 对制度绩效的再反思

如果承认“劳动创造价值”，那么，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劳动者的吃苦耐劳从来不是问题，因此，

加速工业化也不应成为问题。共产党人即使主张“阶级斗争”，其本意也从来就是为了激发社会底

层的积极性，即让劳动者充满“当家做主”的主人翁自豪感和责任心而加倍努力工作，并且拥护共

产党为实现国家发展而做出的政治决策和政策安排，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从而解放生产力，实现物

质繁荣。但事实为什么会是竭尽极大努力，而且从来未曾懈怠，却仍然是事倍功半，难尽人意呢?

为什么新中国建立后全力发动，强力推进工业化，却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起色? 当时以“总路

线”的战略高度确立和宣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但人口占世界 22%
的中国占世界的经济份额( 以 GDP 估算) 仍然一直徘徊于不足 5%，同新中国建立时相比基本没有

进步，甚至使中国经济陷于有可能被“开除球籍”的境地。这无论如何是没法向历史交代的。在理

论上更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40 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正是从反思计划经济为何事与愿违和在实践中事倍功半出发的。

二、改革路径: 从局部突破到全方位制度变革

1. 理论上承认市场经济的可行性与合理性

中国推进工业化的愿望从来是非常急切的，自建国始就试图以革命的思维，依靠政治力量，采

取动员方式，实行“大推进”战略。问题是，革命可以打破旧制度建立新国家，但“另起炉灶”式的

“革命”思维，如果表现为凭借热情的运动方式和自上而下的命令体制，往往会违背客观规律，难以

为中国工业化进程提供一个可以事半功倍地加速其增长的“阿基米德支点”，无论是“全心全意抓

生产”还是“抓革命，促生产”，都不能有效推动工业化进程。换句话说，以计划经济为支点，即使采

取渐进的“革命性”手段，“抓”字当头，动员起人民的生产热情，也难以撬动中国经济庞大的躯体，

将其引入加速工业化的道路，而只能导致事倍功半甚至得不偿失的后果。
其实，人类发展史表明，原本存在一个现成的选择: 现代市场经济就是一个可以“事半功倍”地

推进经济增长的经济体制，所以，绝大多数国家的工业革命和工业化都是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实现

的。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数千年历史中，以人均收入来衡量，整个世界经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据学

者估算，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仅为 0. 02% ) 。而工业革命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两个巨轮: 制造和贸

易，即大机器工业和大范围市场的形成。同时表现为市场经济制度的普世化，当然主要表现为资本

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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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理论在实践中表现出的悖理现象表明: 推进工业化不可能不依靠市场经济制度。因
此，改革的关键就是必须接受: 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三位一体”逻辑链条上打开缺口，即承
认市场经济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同时又能保持同社会主义的契合。从 1978 年开始，经过十多年的
探索和争论，到 1992 年，中国才正式肯定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改革历程来看，这是一
个石破天惊的理论突破。因为，如前所述，只要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三位一体”的构架中任意抽
取或改变一处，整个理论构架就将发生颠覆性改变。但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看，承认市场经济毕
竟不是“彻底颠覆”和“另起炉灶”式的激进革命思维，而是渐进的和撞击突破式的改革思维。而且
承认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否定社会主义和计划手段，实际上在世界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中，有

数十个国家也是声称要实行“社会主义”或承认其社会制度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 据不完全统计，
至少有 60 多个这样的国家) 。中国改革过程中，虽然主张“大胆闯，大胆试，大胆破”，但也不是为
所欲为，而是试错式践行，“走一步看一步”，形象地称之为“摸着石头过河”。总之，从“革命”转向
“改革”，体现了对客观规律的尊重和道路选择的可行。

2．实践中选择结构冲突较小的渐进式改革路径
不过，一旦承认市场经济的正当性，指令性计划就必然会逐步缩小其范围，直至基本上完全退

出，这样，以指令性计划指标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就必然彻底改变。尽管中国改革的过程其实是
高度受控的，以免发生难以承受的混乱，但指令性计划的体系一旦被打开缺口，即使只是从“边缘”
处尝试“变通”，以“双规制”过渡，但一旦尝到“甜头”，就将一发而不可收拾，所有的界限都有可能
被突破。起先人们还在为从哪里开始松绑和从何处解扣而争议、犹豫和徘徊，甚至一次次设置制度
变革的“底线”和“禁区”。但“渐进式改革”具有难以抗拒的“潜移默化效应”，其向各领域推进的
渗透性甚至比休克式改革更强，因为渐进式改革走的是一条利益诱导性很强而结构冲突性较小的

道路。所以，“三位一体”原则的链条无论在哪里解开锁扣，都会导致其整体解构，如同多米诺骨
牌，推倒一块，连锁反应，局部突破必然演变为全方位变革。只要承认了市场经济具有优于计划经
济的可行性，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也必然发生根本性变化，甚至其核心———国有企业体制也将进
入根本性改革进程。改革的突破，牵一发而动全身，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迎来了全新的
局面。
在国内经济体制上为市场经济正名，对公有制和收入分配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同时也必然会

导致对当代世界经济认识的根本性改变，即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以及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及其
主导制定的国际经济秩序，有新的认识。这实际上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重新认识。因此，
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同对外经济的开放相契合。可以说，改革与开放如同一块硬币的两面，实
际上是同一个理论逻辑在现实政策上的两方面表现。如果说 1992 年是在改革方向上终于“想明
白，下决心了”，那么，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则标志着中国在对外开放上也终于
彻底想明白和下决心了。这是一场真正的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放手发展市场经济的伟大启蒙运
动，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面貌焕然一新，整个世界的工业化版图和经济全球化格局也将发

生根本性改观( 金碚，2017) ［2］。
3．关键节点的重大举措逐步推动改革“由点到面”铺开
纵观 40 年来中国经济的巨变，改革开放如同一个“阿基米德支点”，支撑着步步深入的各项重

大举措，产生强有力的“杠杆”作用，有效地撬动了中国这个超大规模经济体，推动其走上加速工业
化进程:

第一次撬动: 1978 年，解放思想，突破禁锢。这一年，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以“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为思想武器，开始了向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直面传统经济体
制的矛盾痼疾，深刻反思，勇于首创。特别是勇敢地强调要反对“极左”思想，彻底摆脱“宁左勿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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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维，这就拉开了经济体制改革大幕。这一年可称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元年”。
第二次撬动: 1992 年，市场正名，方向明确。从 1978 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尽管提倡解放思

想，但传统思想的桎梏仍然严重约束着理论突破，特别是对于“市场经济”认识，纠结难解。经过十
多年的探索争论，在这一年，邓小平表现出了巨大的理论勇气，在南方视察期间发表一系列重要讲

话，确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此为引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

此具有了市场开放、管制松绑、效益导向的明确方向。这一年可称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元年”。
第三次撬动: 2001 年，参加世贸，融入全球。这一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WTO) ，标志着

中国决意摆脱自我封闭，实行开放政策，开门拆墙，引进放活，不仅同国际“接轨”，而且要全方位融
入经济全球化。这不仅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而且世界经济格局也从此发生巨变。这
一年可称为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元年”。
第四次撬动: 2008 年，逆势勇进，助力擎天。在应对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世

界性经济危机中，中国有力地发挥了遏制世界经济“自由落体式下滑”势头的重要作用，第一次成
为对稳定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承担起大国责任。也正是在做出了这一世界性贡献的过
程中，中国自己发展成为 GDP总量世界第二( 2010 年) 、进出口贸易总额世界第一( 2014 年) 的国
家，国际地位和话语权显著提高。这一年可称为中国重返世界舞台中心的“大中国元年”。
第五次撬动: 2012 年，“清洁风暴”，除障稳进。改革开放创造了巨大成就，但也叠加起诸多矛

盾，特别是，整体环境的恶化成为突出问题。以中共十八大为起点，发起强有力的反腐倡廉斗争、党
风政纪整肃、生态环境治理等行动，进行政治、经济、社会、环境、营商等各领域的“大扫除”，驱邪守
正，整治纲纪。这是历史转折中跨入新时代的“第一战役”，自此中国经济进入稳中求进的“新常
态”，走上中国崛起和实现“中国梦”的新征程。这一年可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元年”。

2018 年，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经历伟大巨变的崭新中国，站在了民族复兴新的历史起点上。

三、方式与效果: 以渐进式制度变革终结中国“落后”历史

1. 渐进式变革推动工业化加速
如前所述，中国改革开放尽管具有彻底的创新性，但并非“休克”式的另起炉灶和断然颠覆，它

的“革命性”和“颠覆性”蕴涵于连续性过程之中，具有渐进式推进的显著特点: 改革开放、经济发
展、维护稳定始终是三个不可偏废或忽视的“命脉”。改革开放以不破坏稳定为底线，发展成就为
衡量改革成败的标志。同时，稳定的要求也不可阻碍改革与发展，因为深刻认识到没有改革发展，
最终无法保持长治久安的稳定。可以说，这是中国 40 年改革开放道路与工业化进程的最突出特
点，也是其战略推进的高度技巧性所在。全世界能够成功把握好这一关系的国家尤其是大国实属
罕有。
渐进式改革开放必须冲破一个个障碍，松解一道道桎梏，拆除一扇扇藩篱，各种障碍、桎梏、藩

篱，有利益性的，也有意识性的，当然更有制度和惯例性的，常常是盘根错节，难以下手。因此，改革
开放进程往往是从呼吁“松绑”开始，经由“变通”，逐步“放开手脚”，最终才能实现“市场决定”。
其实，市场经济之所以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有效制度，其奥秘就在于，只要“放开”“搞活”，就会有
动力、活力和效率。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几乎是“松绑”“放手”“开放”到哪里，经济繁荣就展
现在那里。
如前所述，计划经济下推进经济发展总是倾向于“抓”字当头，而市场经济下促进经济发展更

倾向于“放”字当先。直到今天，深化改革，简政放权，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仍然是“放”字当先( 简
称“放、管、服”) 。

40 年来的改革开放，在所有领域中，松绑、放手和开放最彻底的产业是工业部门。正是由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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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的松绑和放手，并且率先对外开放和迎接全球化挑战，就给中国工业化的“制造”和“贸易”两
个巨轮以强大能量: 释放出巨大的加工制造能力和高渗透性的贸易活力。其结果是: 在工业统计的
所有门类中，中国工业均有不凡表现，这在世界所有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工业化呈现加速态
势，就成为必然: 工业品生产和货物贸易推动两大巨轮迅速转动，“中国制造”的工业品( 尽管主要
是处于中低端领域的产品) 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几乎呈所向披靡之势，在各国市场“攻城略地”，占据
越来越大的国际市场份额，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令世界惊叹。

2．渐进式变革推动中国综合国力提升
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数量第一，国土面积据世界第四位的巨大型国家，在 40 年前的 1978 年，国

内总产值( GDP) 居世界第 12 位，仅占世界 GDP 总额不足 2%①( 当年中国人口占世界 22% ) 。而
且，当时的中国经济处于高度封闭状态，国际贸易非常不发达，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列世界第 29
位，外商直接投资列世界第 128 位。
经过 40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现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已跃居世界第二位②，约占世界

GDP的 15%。而且毫无悬念，在不太长的时期内，中国的 GDP 总额就将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高度开放，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和外商直接投资均居世界前列。经历短短三
四十年，中国就从一个十分贫穷，外汇极度缺乏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到

2015 年，中国的外汇储备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一( 如表 1、表 2 所示) 。
表 1 中国主要指标居世界的位次

指标 1978 1980 1990 2000 2010 2014 2015

国土面积 4 4 4 4 4 4 4

人口 1 1 1 1 1 1 1

国内生产总值 11 12 11 6 2 2 2

人均国民总收入 175( 188) 177( 188) 178( 200) 141( 207) 120( 215) 100( 214) 96( 217)

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 29 26 16 8 2 1 1

外商直接投资 128 55 13 9 2 1 3

外汇储备 23 36 9 2 1 1 1

注: 括号中所列为参加排序的国家和地区数

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16) ［3］

表 2 中国主要指标居世界的比重 单位: %

指标 1978 1980 1990 2000 2010 2014 2015

国土面积 7. 1 7. 1 7. 1 7. 1 7. 1 7. 1 7. 1

人口 22. 3 22. 1 21. 5 20. 7 19. 4 18. 9 18. 7

国内生产总值 1. 7 1. 7 1. 6 3. 6 9. 2 13. 3 14. 8

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 0. 8 0. 9 1. 6 3. 6 9. 7 11. 3 11. 9

外商直接投资 0. 1 1. 7 3. 0 8. 6 10. 5 7. 7

外汇储备 8. 6 30. 7 33. 2 30. 6

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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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按汇率计算为 1. 7%，而有的学者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大约不足 5%。
据一些国际组织计算，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 GDP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3． 40 年改革开放带来物质生活和社会心态的巨变
正是在 40 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基础上，2018 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宣告了新时代

的到来，并且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和战略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彪炳史册的伟大宣告。此前，中国
社会的主要矛盾长期一直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现在，这
一表述从此改变。那么，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旧两个表述的涵义有何根本性区别呢? 最引人瞩
目，也是最让中国人振奋的是，在新的表述中没有了“落后”两字，实际上是向世界宣告: 中国从此
不再落后。
一个在民族心理上非常注重脸面的国家，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落后”，是很痛苦和很“没有面

子”的。其实，从西欧国家发生工业革命的 18 世纪以来，中国就落后了。开始时尚不自知，或者
“死要面子”，不想承认。直到 19 世纪中叶，拥有强大工业生产能力的西方列强，以“工业化”的武
器打开中国大门，才迫使中国睁开眼睛面对世界。那时，中国人不得不承认自己这个居于“世界中
心”，曾经将外国视为不开化“蛮夷”的“泱泱大国”，实际上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了，反
而被称为“东亚病夫”和“泥足巨人”。此后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留下迄今难以磨灭的落后挨打的
痛苦记忆。“落后”两字，就像是深入中国人肌肤的“纹身”和屈辱黥面的印记，无法遮掩，难以抹
去，成为近现代史上中华民族几代人的“痛点”。因此，“留洋”“出国”甚至“崇洋媚外”，成为千万
中国人寻求摆脱落后境地的群体性行为倾向和心态惯性。难以否认，相对于落后的中国，在当时中
国人眼中，“外国”几乎就是“发达”的代名词，“洋人”成为富人的代名词。因此，在许多中国人看
来，“留洋”就是“人往高处走”，连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更圆。经济落后导致了社会精神和文化
心态上的深切落后感、屈辱感和自卑感。
正是由于渴望消灭这“落后”，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扬眉吐气，亿万中华儿女艰难苦斗，

不惜血汗，前赴后继。新中国的建立就是这种长期苦斗未果而爆发人民革命的结果: 中国人民从
落后挨打的屈辱境地中站起来了，而站起来的中国更不甘于“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毛泽东立
下誓言，要带领中国人民“把贫穷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今天，这一数百年的夙愿终于实
现了。40 年的改革开放回报的是中华民族苦苦追寻的梦想成真。对于经历了漫长苦难岁月的亿
万中国人民，以至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不由得感慨万千: 过去数

百年，我的前辈们长期生活在经济落后的年代，今天，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不再“落后”的新时代，
真的可以扬眉吐气了。数百年变迁，历史的伟大转折就展现在眼前，我们就是这个伟大转变时刻
幸运的亲历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最危险的时候”悲壮呼号，已经成为历史警语。今后的中
华子孙后代，如果不是通过历史知识的学习，恐怕再也难以理解这一国运警语的意义了。因为，他
们再不会有“落后中国”的切身感受了。在以往中国人眼中因物质富足而生活状况令人羡慕的外
国，在下一代中国孩子们眼中很可能会成为“生活没有中国方便”的国度。过去，中国人大多是
“怕苦才出国”，而到了下一代，很可能反而变为“不怕苦才出国”了。到国外不是去享受物质富
足，反而是去“吃苦”，去经受“磨炼”。总之，中国人从此不会再像穷国羡慕富国那样仰视外国，即
使是对于发达国家，中国人也绝不会再因自己国家的落后而羞惭。40 年改革开放真正是一个伟
大历史，使中国“换了人间”: 不仅是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状况的巨变，而且是民族精神和社会心
态的巨变。

四、新时代新要求: 治理新思维开启改革新征程

1．经济发展新时代需要治理新思维
40 年甩掉“落后”的帽子，显然直接得益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连续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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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工业化加速推进，规模庞大的中国工业能力，包括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铸造了“大国筋
骨”。同历史上中国经济也曾有过的巨大规模不同，今天中国经济规模之大是“硬实力”之大，硬产
业之巨，基础设施建设之强。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尚未完成，同世界
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工业的技术水平差距仍然非常大，至少还要经过 30 ～ 50 年的持续努力，才能进
入发达工业国的先进行列。
不过，中国毕竟是进入了工业化的新时代，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必然会有不同思

维和方略。在生产力落后的过去时代，中国曾经有句非常著名的口号，体现着那个时代的工业精
神，至今令人难忘，那就是大庆油田“铁人”王进喜的豪言壮语，叫“宁可少活 20 年，也要拿下大油
田!”。这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主义，激励着千万人的忘我奋斗: 面对“落后”这个当时的最大敌人和
使人民最大不满的状况，为了实现工业发展，必须奋不顾身，义无反顾，即使损害一些环境和健康

也在所不惜。那也许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当年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惜一切代价把工
业搞上去”，否则中国就会有被“开除球籍”危险。这样的大无畏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被改革开放的
40 年所继承，即义无反顾向着目标前进! 今天，我们必须历史地评价那个时代，尽管为了经济发
展和工业化而付出了巨大代价，但也应感恩那个“为有牺牲多壮志”的献身时代，实现了“敢叫日
月换新天”的誓言，迎来了不再落后的新时代，创造了今天能够有底气走进全面小康社会的物质
条件。
新时代今非昔比，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一切为了人民福祉，是经济发展新理念。这是

新时代的“正确”: 时代不同了，不再落后了，“不惜一切代价”的思维方式已经成为过去，实现更高
水平的现代化治理已经成为体现新时代新发展理念的要求。今天，我们绝不能再容忍为了“金山
银山”而破坏绿水青山，也不允许为了追求财富而牺牲民生健康。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
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
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
标”( 习近平，2017) ［4］。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巨变，也体现为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和根

本模式的深刻变革。当我们充分肯定 40 年改革开放成就的同时，更要冷静地看到留存和潜伏的问
题。正如本文开头所引述的美国学者的告诫: 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确“曾伴随着一系列物质
和实践方面的恶行，以及对自然无限制地开采”。究其根源，是因为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现代性
和现代化的模式是以征服自然这一概念为基础，并以扩大生产力为动力的。这一模式已不可持
续”( 杜赞奇，2017) ［1］。
基于 40 年的发展成就，新时代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也绝不能坐享其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任务十分艰巨，没有舒舒服服就可以轻松达到目标的捷径，而且，要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梦”，还
必须跨越诸多难关，实现人类发展及工业化过程中的根本性历史转折。当工业化达到一定阶段，经
济发展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就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其突出表现是，经
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中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现象凸显出来，经济社会中“短板”现象往往成为发展障
碍和影响稳定的隐患。而且，经济和社会关系中可能发生各种“恶行”，如果不能遏制和消除，不仅
将严重阻碍发展进程，而且会导致经济发展失去正确方向。因此，新时代并不是处处阳光明媚，发
展进程更不是一路坦途。相反，面临和可能遭遇的问题会更复杂，矛盾会很突出，而且，各种矛盾和
问题有可能叠加出现。更重要的是，人民的需要“日益增长”，人民向往的满足永无止境，因此，要
使人民满意可能更加不易。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要实现“满足”就必须不断发展，发展仍然是解决
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过去是这样，未来仍然会是这样。当前的现实是，中国至今还不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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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发达工业化国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属发展中国家，要充分满足人民需要，还有许多

“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困难，更有许多艰巨目标要实现。因此，如中共十九大所提出的，不仅必须坚
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

革方向，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且，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要通过深化改

革，转变发展方式，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因此，未来的发展模式要有更严的标准，更高的水平，需
要更多的智慧，付出更大的努力。
这种智慧和努力必须体现为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开放，使市场更有效地在资源配

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如果说，40 年改革开放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工业化的
加速进程，实现了中国经济社会的伟大巨变; 那么，未来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仍然要通过全面深化

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开放来促进中国经济社会更高水平上的巨变。从这一意义上说，新时代将迎来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又一次伟大巨变: 40 年改革开放的主要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
时代改革的总目标是将在 40 年改革巨变的基础上，建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改
革总目标的确立，正体现了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和新时代的质态巨变。
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真实需要的经济发展方式、结构和动力状态。从

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方式和路径转变，而且也是一个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

过程。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实现，必须基于新发展理念进行新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要进行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就是说，高质量发展必须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形成新的机制才能得以实现。
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改革开放新思维，更精心地安排新制度、新战略与新政策。

2．新的全球化时代需要治理新思维
新时代的改革是在新的更加开放的形势中进行的，而且，世界各国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制度和

治理竞争。因此，一方面，世界各国竞争是关于各国如何“善治”的竞争，即看哪个国家能把自己国
家治理和发展得更好，人民更加满意，社会更加安全。在制度和政策安排上做得更好的国家，将成
为国际竞争中的赢家; 另一方面，在开放条件下，各国的制度和政策安排是相互影响的，一个国家的

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变动，往往会对其他国家形成压力或影响，甚至导致相关国家不得不进行制度和

政策调整。当然，各国之间也可以就制度和政策的调整进行协调。总之，在新的全球化时代，各国
的改革是在开放条件下进行的，因此，改革的新思维必须体现在更加开放的心态上。各国间所进行
的非接触性竞争( 如上述第一方面) 和接触性竞争( 如上述第二方面) ，都会成为各国发展进程和国

家治理现代化的巨大动因。
当今世界，尽管也有逆全球化甚至反全球化的现象，但总体上还是正处于各国经济更加开放

和向着自由贸易方向发展的大势之下，无论是经济的、社会的，还是科学技术的力量，都强烈地推
动着经济全球化潮流。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世界各国都在奋力发展，连发达国家也绝不敢怠慢，
为此甚至“奇招”“怪招”“损招”频出。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全球化是良药也是苦
饮，机会更多，竞争也更激烈。在此形势下，无论是低收入、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阶段，都可能会
有风云莫测的“陷阱”，世界各国不乏落入各种“陷阱”而难以自拔的先例，以及因经济不振而遗憾
地“失去”年代。今天的中国尽管国运昌盛，社会安全网相当稳固，日益健全，有力量抵御较大风
险，但也绝不是无险避风港和观潮俱乐部。参与全球化竞争，与更强者过招，接受优胜劣汰的洗
礼，在风险中前行，仍然是不变的人类发展主题。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谁都逃脱不了这一
铁律。
与上述新时代改革思维的开放性同样重要的是，改革新思维的全面性和协调性，即只有全面深

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保持国家长治久安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历经
40 年改革和发展，中国经济“做大经济规模”的目标在高速增长阶段已基本达成，而“提升发展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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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已成为新时代工业化进程的主导方向。从理论上说，高增长的速度目标可以表现为一元性，即
以工具性指标 GDP( 或人均 GDP) 及其增长率为代表性核心指标，但发展质量目标则是多元化的，
没有任何单一指标或少数几个指标就能刻画发展质量水平。发展质量的内容所表现出的多维性和
丰富性，要求发展战略和模式选择的高度创新性和系统性，要求以新的指标体系来更全面地反映高

质量发展要求及其实现程度，并以此作为国家治理有效性的显示性标尺。因此，全面深化改革，系
统性地创造发展优势，协调好各方面关系，走符合实际和具有特色的道路，以各种有效和可持续方

式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性特征，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提升

国家治理能力的新思维体现。这就决定了，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更需要以新的系统性思维方式推
进各领域的改革，形成新的发展方式、动力机制和治理秩序，使整个国家从传统发展模式转向新的
发展模式，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是中国发展的历史性转折，也是人类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问
题( 金碚，2018) ［5］。
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上述改革新思维所引领的工业化新征程，在实现过程中将突出地表现为:

工业化进程将转向更具高清洁化特征的道路和模式，这样的道路和模式体现了绿色发展和可持续

发展的治理理念，也体现了更高文明程度( 即文明质量) 的治理体制要求。如前所述，在 40 年改
革开放的最后五年，中国进行了“清洁风暴”行动。众所周知，清洁是文明程度的标志，就像高质
量的生活体现为高水平的清洁卫生状况一样，高质量发展，必将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各领域中表现
为更高的清洁化程度: 生产清洁、环境清洁、政纪清洁、营商清洁、社会风气清洁。如果说以往 40
年工业化进程的巨变主要体现在“高歌猛进”规模迅速扩张上，从而使越来越多中国人从低收入
生活状态改变为中高收入生活状态，那么，未来的工业化新征程所带来的新巨变，将在很大程度上

体现为中国人民将生活在各领域都具有更高清洁度的状态中，体现为以文明合规为特征的现代国

家治理体系要求。纵观全世界，没有哪个充满“污泥浊水”和“肮脏恶行”的国家可以称得上实现
了高质量发展。清洁性将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和具有标志性的特征，也是社会正义的重
要标志之一。从这一角度看，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环境、政法、党纪等诸多领域
所进行的“清洁风暴”行动，是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突出体现。这也是中国改革从以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转变为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的又一个重要

原因。
如果要用一个词语来刻画中国 40 年改革开放所推进的工业化进程及其成就，那么，没有比

“巨变”更贴切了。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巨大型经济体，在短短 40 年中所发生的巨变，在人类发展史
上是空前的。改革开放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和国运，而且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工业化版图
和人类发展全球态势。这 40 年的巨变，不仅使中国彻底摆脱落后，而且将开启一个新时代。进入
新时代，踏上新征程，须有新理念、新体制、新战略、新举措。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勇于创新，奋进包
容，是中国 40 年加速工业化的历史留给新时代的最珍贵精神遗产。在继承 40 年改革开放精神基
础上，善治为民、全面协调、清洁高质，将成为新时代改革新思维的突出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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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 Logic and Governance Modes Evolution of
China's Ｒ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Past 4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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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40 years since 1978 have been an era of accelerated industrialization of China. The most prominent socio-
economic state and hallmark of this era isthat“reform and opening up”created“great changes”. In thelast 40 years，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created the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of a super-large economy，which is rarely seen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development. Different from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other countries，when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it was already a country with about 600 million people，so how to achieve industrialization had its own
particularity and difficulty. Based on criticism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road of Western countries and a high degree of
confidence in socialist system，based on therevolutionary theory and conviction，New China tried to find a way of planned
and proportionaldevelopment in a large country with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catching up with developed industrial
countries as soon as possibleand creating a“human miracle”. However，contrary to what was hoped，therevolutionary theory
and practice did not bring the desired miracle，but the counterproductive result.

Ｒeform started from reflection on planned economy. Different from what many people think today，“traditional planned
economy system”is not only a conservative system assumption，nor is it a conservative development concept. On the
contrary，it is completely a radical development concept which surpasses the objective conditions. Socialist planned
economy system shows many phenomena and consequences which werecontrary to common sense in reality. Therefore，whe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lan is not satisfactory，it is considered that it is due to the lack of strict discipline in the planned
economy，or the factors and forces outside the controlof plan interfering with the seriousness and rigor of the plan，especially
because of the low level of the public ownership，which makes the basis of the ownership of the plan unstable. Such
reflection leads to false attribution.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began 40 years ago with rethinking why planned economy was counterproductive. Firstly，it
acknowledged the feasibility and rationality of market economy in theory; then it chose the gradual reform path with small
structural conflict in practice; finally，it promoted the reform“from point to surface”gradually through significant measures
of key nodes.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like Archimedes fulcrum，supporting every major step-by-step action and producing
a powerful leverage，effectively boosted this super-large economy and accelerated the process of its industrialization.

Ｒeform and opening up ended China's history of“backwardness”through progressive system. The gradual reform has
impelled the acceleration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promoted Chin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s brought about great improvement in material life and social mentality.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had been in a state of backward productive forces for a long time. Today，China has finally entered a new era with
relatively developed productive forces.

China's economy has changed from high-speed growth to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transition from high-speed
growth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a new great change in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an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structure and dynamic state that can better meet the growing needs of people. This
transition is not only a change in economic growth mode and path，but also a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mechanism
transformation. It requires new think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and more careful arrangement of new
system，new strategy and new policy. The most precious spiritual legacy of China's 40 years' accelerated industrialization to
the new era is emancipating the mind，reform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being brave in innovation，being
aspirantand tolerant.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the spirit of 40 years' reform and opening up，good governance for the
people，integrated and systematic development，cleanliness and high quality will become the outstanding embodiment of the
new thinking of reform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up; system reform;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new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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